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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二战以后的大半个世纪中，国家和国家的差
距并没有像新古典增长理论所预测的那样随着时
间的推移而减小，反而出现了抱团收敛、分层分化
的现象。有学者将之归因于包容性制度和汲取性制
度之间的差异［1］。但是，这显然无法解释一个更加
严峻的现实——国家内部的差距比国家之间的差
距有过之而无不及［2］。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在区
域先发优势或者所谓的“俱乐部收敛”已经形成的
情况下，要减小区域之间的平衡将更加艰难。在这
个意义上，我国于 2017年设立的河北雄安新区，要
成为京津冀城市群协调发展、平衡发展的支点，需
要在整体性治理的制度创新上付出比经济特区建
设更加艰苦卓绝的工作。我们认为，要达成整体性
治理的美好愿景，决策者“要有实现‘自我超越’
（personal mastery）的能力，要改变传统的心智模
式”［3］。在这方面，近年来逐渐在公共政策、区域治
理领域拓展应用的行为科学，能够给我们带来诸多
有益启示。
二、重思区域发展政策：为何要引入行为
科学的视角
英国著名的地方治理专家格里·斯托克（Gerry
Stoker）曾提出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即治理的微观
基础是心理学还是经济学。他在对 1997—2005年英
国的中央—地方关系进行一系列个案研究的基础上
指出，来自心理学视角的微观基础假设，能够为政府
间关系策略提供一个也许更正确的指导［4］。
在这个问题上，我国学者的研究并不多见。已有
的研究主要是把身份认同［5］或官僚制［6］视为微观
基础。严格地说，所谓的微观基础主要是指社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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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个体层次行为的假设。在经济学帝国主义滥觞的
时代，决策的微观基础被简化为理性主义，治理被视
为一种通过理性地使用信息并依赖可以预测的计算
来实现目标的行动。理性主义亦成为现代主流经济
学理论构建与学科发展的基石，甚至一度成为西方
世界政策建构与制度设计的主导思维。
二战以后，理性主义不仅左右了一系列波及全
球的政府改革运动——如私有化、新公共管理运动，
还扩及城市规划、政府间关系重构、全球化等宏观发
展议题。在此过程中，理性主义的限度也逐渐显现出
来，这在区域与国际发展领域尤其明显。
例如，简·雅各布斯发现，试图把权力、人口、用
途和资金“冻结”到一个整齐结构的理性规划正在扼
杀城市的活力、多样性和复杂性［7］；格里·斯托克指
出，英国政府间关系的委托—代理模型削弱了公务
员的道德动机，忽视了沟通的复杂性，耗散了更大的
成本却没有起到改善公共服务的作用［4］；威廉·伊
斯特利阐明，基于哈罗德—多马模型（Harrod- Domar
model）的国际发展政策大多脱离实际，且无一例外
地没有形成对被援助国政府、私人企业及援助方的
有效激励［8］。
综观国内外的区域发展规划，我们在看到一系
列引人瞩目的成就（如深圳、新加坡的崛起）同时，也
不要忽视了众多不太成功甚至失败的项目。2003
年，沙特迪拜启动了雄心勃勃的“世界岛”项目，开工
15年耗资 800亿美元却成为全球最大的烂尾工程；
巴西利亚、昌迪加尔等城市的极端现代主义设计，创
造了正规的秩序和功能的分割，但代价是所造成的
感觉贫乏和单调的环境［9］。
众多事实表明，区域发展计划从蓝图到现实之
间的距离不容易消除，同一张蓝图在不同的区域之
间的实现程度亦有差距。个中的关键，就在于不同区
域的政府治理能力——包括自主能力、责任能力、工
作能力和制度能力等——具有较大差异，以至于他
们在使用各种区域发展政策工具时同样呈现出较大
的效果差异。一个庞大、战略性的区域发展计划，不
仅牵涉复杂的政策工具，还需要引导、协调和聚合不
同层面的行动者，这就对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出更高
的挑战。
以公共投入为关键线索，我们可以发现区域发
展中的政府治理能力体系中涵盖了规划和项目选择
能力、融资和预算能力、执行能力、评估能力等（见图
1）。任何一个环节的能力缺失，都将可能导致公共投
入的低效率，进而导致区域发展政策的失效。
为了提升区域的治理能力，各国政府已经开发
了众多机制，这包括规划引导、咨询和技术支持、对
良好实践的财政奖励、政府间合作平台建构、电子政
府工具、人力资源开发等。这些机制固然重要，但往
往缺失了一个微观维度——行为。我们轻易地把参
与治理的行动者视为理性的个体，认为只要设定了
目标和关键绩效，行动者就会以一种可以预测的方
式对激励和约束做出正确的反应，按照预设的目标
去行事。实际上，这种微观假设存在显著的缺陷。
第一，忽视了行动者在现实中存在各种偏差
（bias）。在政府治理的能力框架中，行动者需要更多
地涉入规划、预算、执行与评估的治理过程，需要更
加准确地设置合约、绩效框架和政策条件，但在现实
过程中，行动者几乎无法做到“完全理性”，在治理过
程中总会受到各种偏差的影响。这包括：损失规避
（loss aversion）——与参照点相比，损失比等量获益
产生的心理效用更大；认知偏差（cognitive bias）——
在政策或组织评估过程依赖经验法则来调整判断结
果；过度自信或盲目乐观——过度相信自己判断的
正确性，夸大了自己对治理的控制能力；等等。
第二，容易设置一个低效或不可持续的激励模
式。“区域发展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央地方关系和
地方激励制度下的产物，要促进区域发展模式的转
型，就需要推进中央地方关系和地方激励制度的调
整”［10］。在区域治理的框架中，所有的行为主体——
包括政府官员、企业和普通群众等——都会对激励
做出反应，只有正确地激发各类主体的积极性，才能
给区域建立新的、持续的增长动力。已有的理性主义
模型往往把区域治理的行动者视为一个理性的机会
主义者，认为只要在一级政府、下属相关部门和执行
层次的公务员之间建立线性的委托—代理关系，建
立监督、指导和激励机制，行政目标就会被分割、传
达并实现。在这种思路下，个别决策者认为只要采用
“大产业、大项目、大投资”的激励模式，提供足够低
的要素成本，各类行动者就会纷至沓来。实际上，这
种模式很容易忽视或排挤各类行动者的内在动机、
自我价值和美德，无法在区域“内生”出创新导向的
文化氛围和以及“择天下英才而用之”的开放思维。
●有效的战略规划
●跨部门 /区域协调
●事后评估 ●整合利益相关者
●使用绩效信息 评估 规划与项目选择 ●事前评估
●竞争性采购 执行 融资和预算 ●多年期预算
●稳健的监控系统 ●传统 /创新融资
●私人部门融资
图 1 区域发展中的政府治理能力
资料来源：Mizell, Lee. Which sub - national capacities for public
investmentinamulti- levelcontext［EB/OL］.（2012- 06- 21）［2019- 01- 17］.
https/ / www.oecd.org/ gov/ regional- policy/Which- sub - national- ca-
pacities- pp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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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容易低估个体行为的复杂性和外部性。在
区域发展过程中，理性的策略受到个体行为外部性
的影响容易产生非预期的结果。这是因为，受区域发
展政策影响的个体经常会以某种方式调整自己的行
为，从而使公共政策失灵。例如，我国各类试验区、自
贸区成立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一些民间炒房行为，
急速地推高了区域的房价，给区域的未来发展带来
严重的负面影响。又如，在贫困地区脱贫攻坚过程
中，“如果对扶贫对象不加区分地盲目‘输血’，相当
于变相鼓励‘等靠要’的心理状态，客观上削弱贫困
群众主动脱贫的内在动力”［11］。这意味着，区域发展
过程并不能完全适合理性的政策制定——即使社会
问题的解决通常意味着需要建立一个理性模型，但
是政府不能以理性的方式制定政策，它必须综合平
衡利益集团的利益、政治精英的偏好和社会大众的
诉求［12］。
正是基于区域发展政策牵涉到各种非理性的因
素和环境，过度依赖于理性模型的发展模式在实践
中难免水土不服。在这个意义上，行为科学建立了以
有限理性为基础的决策模型，将人类的认知偏差、本
能性以及由人文背景、物理背景所激发的社会偏好、
序贯行为等因素纳入决策的考虑范围中。依赖于这
种理论构架，我们可以在区域发展过程中设计更好
的机制去减少偏差，改善沟通，建立动机，形成新的
激励体系，使区域发展获得更加持续的内生动力。
三、从行为科学视角探索区域整体性
治理的微观基础
将区域发展纳入整体性治理的框架，主要是对
现行制度环境下地区本位主义严重，协调合作机制
缺乏，机构日益“碎片化”等问题的战略性回应。当
然，整体性治理并不是新鲜事物，在任何的公共部门
体系中，不同层级之间的政府、公私部门之间的行动
者一直都存在不同形式的协调行动和机制。已有的
研究和实践着重强调了现代信息技术在实现组织结
构关系整合和提供无缝隙公共服务时的关键作用。
例如，在我国整体性治理的实践——“最多跑一次”
改革中，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就是重要的推动
和支撑力量。
我们认为，仅从组织、机制、技术等宏观或中观
视角去建立整体性治理的框架是不够的。从更加本
质的角度看，整体性治理所要问诊的不仅仅是组织、
机制或技术上的缺陷，还包含理性的缺陷。与整体性
治理背道而驰的“各自为政”式治理，在很大程度上
在于“单主体对‘个体理性’的过度追求，导致‘集体
理性’难以实现”［13］。如上文所述，建立在理性主义
模型基础上的区域发展策略，可能会简化行动者的
心智模式，设置错误的激励机制。这些问题在区域整
体性治理的构架中更容易出现。这是因为：
第一，区域整体性治理不是单边主义的行动，而
是涉及多个层面的复杂行动者，他们之间的关系不
是利益导向的竞争性关系，而是协商平等关系。政治
家或决策者角色“是和平的护航者，也是进步的倡导
者，就像外交官一样，在利益冲突的各方之间通过协
商寻求一致，让人类本能的攻击性在相对文明的环
境下爆发”［14］。
第二，区域整体性治理涉及的往往是复杂性问题，
尤其是那些所谓的“难缠问题”（wicked problem）［15］，
这些问题在定义和解决方法上都存在多重且相互冲
突的标准，需要利益相关者在比较长时间内进行“适
应性治理”（adaptive governance），亦无法用简单的科
学、理性的模型去评估治理绩效。
第三，区域整体性治理不仅仅是经济发展层面
的，还是社会信心、信任层面的。有效的整体性治理
不仅依赖于国家行动者在产权、契约等方面的制度
建设，还需要嵌入良好的社会结构、道德秩序和精神
价值。区域崛起的过程，不仅是物质上的繁荣富足，
还是精神上健康进步的过程。深圳经济特区的飞速
发展，离不开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为核
心的深圳精神的支持。
从更深的角度看，区域整体性治理是一个复杂
的发展议题：从管理的层面看，它是新型组织不断诞
生的过程，是跨部门合作不断推进的过程，是无缝隙
服务创新供给的过程，更是责任和诱因机制不断创
新的过程；从政策的层面看，它需要促进财政预算工
具、合约治理机制、创新发展、人力资本、绩效框架等
层面的政策融合，构架一个更加适合区域特殊性需要
的公共服务整合框架；从发展领域的层面看，它是一
个经济、环境、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综合发展的过程。
对于这些复杂的发展议题，行为科学或者说所
谓的“行为透视”（behavioral insights）——一种综合
使用行为经济学、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等相关领域的
政策工具的实践路径——提供了富有潜力的解决模
式［16］。“行为透视”途径建立在人类本身的有限理
性或认知缺陷基础上，如前文所述的损失厌恶、认知
偏差、拖延症等，利用这些缺陷“反向”地设计干预
工具。
例如，针对安于现状、不愿改变、参照点依赖的
特点，可以设计“默认”（defaults）选项机制，让个体
在尚未形成价值或偏好时，在预设框架的影响或引
导下行动，典型的应用就是默认每个人都是器官捐
赠者；针对容易使用经验法则、“拇指”规则、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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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特点，可以设计信息简化机制，帮助个体在最
短时间内获得有效信息，从而提高政策的配合度；又
如，针对情境依赖、受群体影响的特点，可以设计社
会规范（social norms）机制，使人们更好地遵从社会
价值，把规则和标准内化为个体意识。
近三年来，世界各地的决策者都在尝试利用这
种低成本甚至无成本的“助推”（nudge）机制去精细
化地干预微观层面的个体行为，使个体按照更加优
化的方式去决策，改善自身的福利。2010年，英国在
全球率先邀请行为经济学家组成 nudge特别小组，
将行为科学的洞见应用于公共政策与公共服务，例
如，通过设计主动承诺机制去提升就业率等。美国在
2013年亦成立了“行为洞见”（behavioral insights）小
组，在能源、养老保障、健康、教育等领域开展了全方
位的探索。2017年，行为经济学家理查德·泰勒正是
因其“助推”理论获得了诺贝尔奖经济学奖，这也再
次提醒我们行为经济学在公共政策领域中的巨大应
用潜力。
当然，此前来自行为科学的洞见主要应用在微
观层面的个体决策领域，帮助人们在短期成本与长
期效益的平衡之间做出更好的选择。最近，社会科学
家发现，在区域发展、整体治理等复杂的宏观发展议
题方面，行为科学依然具有广阔的潜力。区域发展、
整体性治理并不是纯粹技术、组织或制度层面的，还
是心理、信心和预期方面的，对个体和组织行为的激
励与约束同样重要。具体地说，从行为科学角度构建
区域整体性治理的微观基础，其逻辑架构，见图 2。
上述逻辑构架的机理如下：
第一，“中央层面的激励与约束”以及“地方层面
的试验与创新”是区域整体性治理的先导条件。在我
国，经济特区、国家级新区等区域承担着国家重大发
展和改革开放的战略任务，扮演多重的创新角色，包
括“制度改革试验田”“对外开放排头兵”“创新集聚
示范区”“区域辐射的策源地”等。这意味着，区域整
体性治理是在中央层面的宏观制度激励与约束下推
进的，其首要任务实现国家的战略使命。不过，区域
发展既是国家层面的战略性制度创新问题，在实际
发展过程中又具有个性化、差异化的路线轨迹，离不
开地方在微观层面的制度学习和创新扩散。在这个
意义上，构建区域整体性治理的微观机制，必须十分
重视地方政策试验与创新的动力机制和精神基础，
通过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下放权力来帮助区域建立
竞争和创新体系。
第二，如前所述，在区域整体性治理的架构中，
政府的角色主要包括战略规划（主要是设定目标、事
前评估、制定规则、跨部门协调等）、融资投入（主要
是通过征收税费、发行债券等方式为长期项目筹集
资金，提供优惠条件、奖励和补贴）、政策执行（主要
是建立监控执行系统和采购系统，制定和推行产权
等）、绩效管理（主要是事后评估，组织和人力绩效改
善等）。总体来说，上述四个方面的角色属于政策、制
度和行为的投入，目的是为稳健的财政环境及战略
性的资本和劳动力投资提供基本保障［17］。不过，政
策和制度层面的投入为人所熟悉，行为层面的投入
却容易被忽略。实际上，区域整体性发展的结果并不
仅限于更多的就业、更好的生活服务设施、更高的聚
集效应，它最终意味着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和文化
环境，身体健康幸福和可持续的环境，这些离不开行
为层面的指引和投入。
第三，区域整体性治理的微观机制的实现方式
是，通过诊断和分析政策、制度和社会行为的“偏
误”，建立“助推”机制，帮助区域发展的行动者优化
决策环境，改善
政策工具，提升
管理绩效。所谓
的“偏误”，是指
由于人并非完
全理性而产生
的各种各样“弱
点”或“错误的
行为”，如损失
厌恶（loss aver-
sion）、现状偏向
（present bias）、疏忽（inattention）等。通过诊断这些
“偏误”，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些“错误的行为”背后的
心理学和经济学逻辑，了解底层的认知机制是什么，
从而设定特定的“助推”机制来帮助行动者做出更加
合理、高效的选择。与“制度”“政策”层面的投入有所
不同，基于“助推”的行为投入既不需要强制性手段，
也不需要硬性的规定，便能保证同时收获“最大利
益”和“自由选择权”［18］。我们认为，基于行为科学的
中间变量自变量 因变量
中央层面的
激励与约束
地方层面的
试验与创新
偏误分析 助推
决策规划
融资投入
政策执行
绩效评估
加强沟通，推动决策创新
更好地使用资金和选择项目
简化程序，提升监管效率
使数据产生反馈、监控和评估效果
提高组织绩效和人员士气
区域
整体性治理
图 2 区域整体性治理的“助推”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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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推”构架在战略规划、融资投入、政策执行和绩效
管理的不同层面可以起到改善行动者之间的沟通等
方面的作用。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文结合雄安新区
的个案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四、雄安新区整体性治理的“助推”构架
我国于 2017年设立的河北雄安新区是继深圳
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
新区，雄安新区的战略导向是承接北京的非首都功
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因此，雄安新区需要在京
津冀一体化的框架中去谋划发展，对整体性治理提
出更高的要求。
目前，国家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来
推动雄安新区建设，为雄安新区提供了巨大的政治
和制度发展势能。不过，必须看到，与深圳、浦东开发
时所面临的有利局势不同，雄安新区无论从宏观国
际环境还是微观的人居资源环境上看，都面临极大
的挑战。尤其是在当前经济机会日益向沿海经济发
达地区集中的大趋势下，雄安新区迫切需要把政治
上的势能转化为市场、企业乃至个体的行动势能，吸
引来自全球的投资者，让市场和社会的力量来推动
新区高质量发展。在这个意义上，雄安新区的整体性
治理架构不仅涉及区域行政管理的一体化，还涉及
政治、政策和（社会和经济）行为层面的一体化。
在这方面，来自行为科学的洞见能给我们带来
新的思路。如前所述，区域发展政策的绩效受到一系
列复杂因素的影响，包括时间范畴（通常需要更加漫
长的发展周期）、政治动力（通常涉及更加复杂的治
理层次）、非预期结果（如土地寻租、房价上涨）等，这
些因素背后都隐藏着一定的行为驱动力。OECD的
研究报告亦指出，来自行为科学的洞见在以下方面
上有助于推动区域发展：第一，行为科学能够给提供
更加高效的沟通工具，从而更好地聚拢各类人才参
与区域各类项目的建设；第二，行为科学能够改善集
体决策的效率，并使之更好地预见未来，从而更精准
地出台各类资助项目；第三，行为科学有助于建立更
加公平并符合社会需要的规范和价值体系，从而减
少各种资金使用过程中的违规行为［19］。
结合雄安新区发展的历史背景和现实需求，我
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建立“助推”架构，为新区整
体性治理奠定微观行为基础：
（一）决策层面
建设雄安新区是国家战略，涉及一系列具体领
域的战略规划与决策制定。根据《国务院关于〈河北
雄安新区总体规划（2018—2035年）〉的批复》，雄安
新区建设包括国土开发、生态保护、城乡融合、公共
服务、现代交通、绿色低碳和创新驱动等方面的内
容，无疑需要凝聚一大批不同类型的组织和行动者，
形成整体性治理的格局。这也意味着，发展组织与行
动者之间的伙伴关系、构建共享的目标和行动议程、
推动持续的沟通将至关重要。我们认为，这方面的
“助推”行动包括：
1.建立战略参照点，协调多元行动者。行为科学
的研究认为，人们在做出决策时并不是依据决策方
案各种可能结果的绝对效用值，而是以某个从眼前
出发的参照点为基准，把决策结果理解为实际损益
量与预期参照点之间的偏离方向和程度。建设雄安
新区既是千年大计，也是现实行动，需要在一个更加
宽广的时空尺度内协调具有多元利益诉求的行动
者，使之目标一致，行动统一。这方面，我们需要建立
一个多维度的战略参照点（strategic reference point），
帮助不同行动者来定位自身的进程、评估自己的绩
效、调整自己的目标。
战略参照点的具体维度包括：（1）内部参照点，
即针对新区各类项目建立成本效益、质量改善、创新
效应、绩效目标（速度、利润、价值增值等）方面的参
照点，帮助行动者准确了解自身的发展绩效。（2）外
部参照点，以在某一项指标（如科技创新）或某一方
面实践（如生态保护）上竞争力最强的区域为基准，
将新区的实际状况与这些基准进行量化比较，在此
基础上制定改进策略。（3）时间参照点，一是基于“过
去”的参照点，即及时总结新区建设的卓越历史经
验，使之持续激励后来的行动者；二是基于“未来”的
参照点，要对特定时间尺度内的里程碑成就、愿景进
行预测和规划。例如，松下幸之助给松下设定了一个
250年计划，以 25年为一个周期，分 10期来实现企
业的发展目标。新区的建设同样需要建立以时间为
尺度的参照点，为行动者建立目标统一的决策框架
和行动指南。上述战略参照点应该纳入一个开放的
数据平台，行动者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参照点。
2.推动决策创新，减少决策沉没成本。与开发深
圳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一样，建设雄安新区亦是一
项前无古人的事业，需要在不断变化的内外部环境
条件下，开展创造性的活动。这就需要形成决策创新
的动因，减少决策失误，增强创新能力。行为科学在
这方面提供的启示有：一是要建立综合化的决策结
构。综合化的决策结构是整体性治理的组织基础，它
有助于修正过度分权产生的多头等级结构弊端。从
决策行为的角度看，综合化、扁平化的决策结构可以
帮助决策者抓住“最佳机会”，推动政策创新。因此，
雄安新区要积极探索建立扁平化的区域组织架构和
新型府际关系，加快信息的流动效率，提高决策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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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二是要减少决策沉没成本。在现实决策过程中，
人们容易因为对沉没成本的过分依赖导致非理性决
策。在这方面，针对一些难以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
我们可以增强决策的独立性，引入新的决策力量，减
少沉没成本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二）投入层面
雄安新区起步区面积约 100平方公里，中期发
展区面积约 200平方公里，建设所需资金量极大，未
来的投资体量将在万亿元乃至数十万亿元级别。从
中央的目标看，雄安新区的发展要摆脱土地财政和
房地产的依赖性，走出全新的发展道路。在这个意义
上，雄安新区整体性治理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引入
社会资本，扩大融资渠道，建立与利益相关者的合
作、共治关系。传统的财政学、金融学基于理性人假
设，如个体被设定为风险厌恶、自利的效用最大化
等，基于行为科学的财政学、金融学或公共经济学在
形式要素和时间要素等方面进行创新［20］，这也给雄
安新区的公共投入带来新的启示：
1.引入心理账户，减少财政资金碎片化。在我
国，财政资金使用碎片化是一个长期积累下来的问
题，各种名目的专项资金既容易成为部门争权夺利
的工具，也容易扭曲市场主体的行为动机，降低了财
政资金的整体效率。因此，雄安新区的巨量财政投入
要纳入整体性治理的框架，提高资金的宏观调控。在
这方面，我们可以使用心理账户来减少财政资金碎
片化。根据心理账户理论，人们在记录支出并进行支
出决策时，会在头脑中按类别对收入和费用建立心
理分类账户，而不是将所有交易放在一起考虑而得
出最优支出方式。从这个角度出发，为了加强财政资
金的宏观效率，需要按照新区建设的重点领域建设
财政心理账户，把各个账户之间的界限划分清楚，加
大对优先建设领域的账户预算。同时，引导市场行为
主体开设环境保护、科技创新等方面的心理账户，把
获得的各类产业投资基金、绿色发展基金、协同发展
基金放置在专门领域的心理账户上，提高资金使用
的效率。
2.引导跨期选择，鼓励中长期资金进入。在现实
生活中，小至个体的日常生活和经济行为，大到组织
乃至国家公共政策制定，人类做出的绝大多数选择
都具有时间性。人们常常需要对发生在不同时间点，
尤其是现在与未来间的备择方案进行权衡，从而做
出各种选择与决策，即所谓的跨期选择［21］。最常见
的跨期选择现象就是时间偏好，也就是行为主体偏
好现在甚于将来，贴现率随着时间的推延呈现出递
减趋势。雄安新区是千年大计，发展也将是一个长期
的过程，公共投入必须从长计议，长期谋划，持续推
进。因此，我们必须引导人们的跨期选择行为，管控
短期投机资金，鼓励中长期资金。在这方面，我们可
以灵活运用承诺机制来解决偏好的时间不一致问
题。要引导、鼓励市场行为主体用公开的形式签署共
同发展契约或者诚信公约（integrity pact），提出中长
期承诺，树立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信念，使市场目标与
新区的长远目标相匹配。政府部门与各类主要投资
者要建立信任关系，共同抵制短视投机行为，创造长
期价值。同时，政府部门要提高投资透明度，尽可能
向社会公众公开相关信息，动员外部力量加强监督，
通过约束自身来增强制度的可信承诺。
（三）执行层面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习近平同志曾说，如果不
沉下心来抓落实，再好的目标，再好的蓝图，也只是
镜中花、水中月。目前，雄安新区蓝图已绘，未来可
待，当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一茬接着一茬干，一张蓝
图干到底。从整体性治理的角度看，政府机构要通过
充分沟通与合作，达成有效协调与整合，使彼此的政
策目标连续一致，政策执行手段相互配合,形成相互
强化的效果。在这方面，行为科学提出要从微观个体
的“有限理性”出发，化繁为简，提高政策实施的灵活
性，同时还要对个体进行文化、信任、责任上的引
导，助推微观个体保持热情，及时行动，持续投入。
1.化繁为简，提高政策执行效率。整体性治理是
适应日益复杂化和广泛关联的现代公共事务而产生
的，它力求政府治理程序简单化，业务流程统一透明
化。在这方面，我们既可以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设计一站式服务平台，简化治理结构，也可以从更加
微观层面来对公共政策和监管程序进行简化。行为
经济学认为，人们对政策或事物的理解并不是机械
和完全理性的，动用色彩、心理和视觉等因素有助于
人们更好地理解复杂的政策或程序。在这方面，新区
所推动实施的各项新政或项目，可以运用直白、简洁
的语言，甚至是鲜明的图片来向社会公众进行说明，
增强公众的理解和配合。行为经济学还发现，由于人
的有限注意力，过多的信息和选择反而会降低人的
认知能力。例如，过于复杂、多样的税收优惠可能会
降低人们对税收奖励与惩罚的敏感程度。因此，公共
政策的化繁为简还可以通过减少选择，设计默认选
项（defaults），突出显示关键信息并对容易混淆的信
息采取纠偏措施等手段来实现。
2. 建立行为框架（behavioural framing），促进积
极行动。整体性治理既是一种制度创新，也是一种治
道思维变革，蕴含分工协助、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
同发展的价值理念。行为经济学认为，微观的行为主
体并不是完全的利己主义者，他们也具有情景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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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社会偏好，在行动时会考虑其他人的福利或选
择。在这方面，首先，我们可以灵活使用框架效应激
励行为主体的积极性与自信心，多用积极的特性去
描述新生事物，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向世界展示雄
安新区的美好前景，激发更多对新区发展有益的努
力。其次，注重塑造集体声誉。声誉是行为主体的一
项重要无形资产，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能够起到降
低交易成本，形成长期合作关系的作用。我们可以将
“雄安质量”作为一种与“深圳速度”所不同的地方声
誉来加以构建，规划“雄安质量”的品牌系统与发展
愿景，对塑造“雄安质量”声誉做出特殊贡献的个体
进行奖励，使“雄安质量”成为展示新时代高质量发
展的全国样板。
（四）绩效层面
在推动雄安新区整体性治理过程中，绩效评估
至关重要。如果把高质量发展纳入整体性治理的框
架，我们就需要在指标体系、标准体系和绩效评价体
系等方面取得新突破。传统区域治理绩效评估框架
的设定主要采用委托—代理途径，即上级部门（委托
者）设定一个绩效目标，利用各种手段获取绩效数
据，并通过定期盘点或排行榜等方式来确保被评估
者（代理者）按目标框架行事。这种绩效评估方式既
排挤了专业知识价值、对公正性的承诺、社会信任等
内在动机的力量，也忽视了公众的参与，使得公众只
能站在“目标世界”之外评估［4］。在克服这种绩效评
估方式的缺陷方面，行为经济学亦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1.建立诱因，激发“代理者”的内在动机。行为科
学的研究显示，“内生激励”——某个员工从工作中
获得的自我满意度，比单纯的金钱激励更为重要。此
外，关于公共服务动机（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的
大量研究已经证实，公共精神、造福社会和无私奉献
等内在利性动机与个体绩效乃至组织绩效具有显著
的正向关系。在新区发展过程中，我们要探索建立各
种诱因结构，从制度上保证微观主体创新改革的意
愿，进而激发改革的内生动力。首先，要加强对公务
员公共服务动机的评估，根据评估结果采取针对性
的内在激励方式，如使命激励、胜任感激励、精神激
励、声誉激励、自主性质的授权激励等；其次，可以借
鉴新加坡的经验，设立雄安新区公共服务质量奖或
创新奖，评选和奖励公共服务的最佳实践，鼓励政府
部门和社会组织的创新活动；最后，要对关键目标建
立定期的评估机制，缩短评估周期（如按季度评估），
使各类行动者能够及时关注绩效数据，并对政策或
项目的进程提供反馈意见。
2.提升绩效数据可读性和吸引力，加强社会问
责。从整体性治理的角度看，绩效评估涉及多层次的
行动者，涉及多元的利益诉求，我们需要确保评估的
数据能够为这些多样化的主体所理解，从而把他们
的目标凝聚到一起。只有行动者能够理解并使用各
类绩效数据，他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公共事务，才能共
同建构、改造和创造治理实践。在帮助社会行动者更
好地理解和使用绩效数据上，行为科学亦提供了一
系列新的机制和工具，见表 1。
五、结语
构建雄安新区整体性治理格局，是高质量推动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组织保障。本文指出，目前区
域整体性治理的研究与实践侧重在组织、制度或技
术等宏观与中观层面，对微观基础世界的透视较少，
具有把治理的微观基础“默认”为“理性经济人”或
“委托—代理”模型的倾向，这对于建立区域整体性
治理的内生动机和激励系统具有一定的误导性。此
外，尽管当前关于行为科学与公共政策相结合的创
新实践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出现，但主要局限在
个体决策与行动层面，在组织管理乃至宏观战略管
理方面的探索仍然较少。本文以雄安新区为例，探索
构建区域整体性治理的微观基础，从决策、投入、执
行和绩效等层面引入来自行为科学的洞见，以期为
雄安新区这座未来之城的发展提供新的启示和参
考。我们相信，来自行为科学的洞见在区域发展等宏
观发展议题上，同样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参考文献：
［1］德隆·阿西莫格鲁，詹姆斯·罗宾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M］.
李增刚，译.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87-88.
［2］OECD. OECD Regions at a Glance 2016 ［EB/OL］.（2016-
06-16）［2019-01-17］.
因素（factors） 描述（description） 实践启示（practical implication）
数字能力
行动者在评估公共部门
绩效时容易受到逸闻或
故事的影响
使用故事、图片等形式来描
述绩效，减少或简化评估报
告的专业数值
社会比较 比较性数据更具有竞争性、说服力和影响力
提供更多同行或区域之间
的绩效比较数据
自主性
具有自主性的政策制定
者倾向于使用更多的绩
效数据
授予决策者更多的自主权，
把绩效评估与自主性能力
结合起来
中立性
行动者更容易相信第三
方提供的公共部门绩效
数据
使用独立第三方来收集数
据并报告绩效
负面偏见
相对于正面的绩效数
据，行动者更加关注负
面数据
使用“成就”而非“失败”来
描述绩效，或用需要投入的
资源来取代负面绩效
资料来源：修改自Moynihan, Donald P. Challenges for goal- based
learning in public investments：A behavioural perspective on perfor-
mance information use［EB/OL］.（2017- 03- 31）［2019- 01- 17］.
https：/ / www.oecd.org/ cfe/ regional- policy/Moynihan- A- behavioural
- perspective- on- performance- information- use.pdf.
行为科学对行动者理解绩效数据的启示表 1
“京津冀协同发展”专题研究78
https://doi.org/10.1787/reg_glance-2016-en.
［3］张成福.走向发展和繁荣的制度基础：雄安新区政府治理
的愿景［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7，（6）：70-75.
［4］格里·斯托克.治理的微观基础：改进政府间关系的关键为
何是心理学而不是经济学［J］.公共行政评论，2010，（2）：
1-23.
［5］袁年兴，姚建秀.国家治理的微观基础：元身份的线索［J］.
河南社会科学，2017，（12）：72-76.
［6］张璋.复合官僚制：中国政府治理的微观基础［J］.公共管
理与政策评论，2015，（4）：6-14.
［7］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M］.金衡山，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2006：227-228.
［8］威廉·伊斯特利.经济增长的迷雾：经济学家的发展政策为
何失败［M］.姜世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109-111.
［9］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
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M］.王晓毅，译.上海：上海三联书
店，2016：169.
［10］宣晓伟.地区分化持续，区域发展模式转型任重道远［N］.
中国经济时报，2017-01-24（A06）.
［11］胡鞍钢，杭承政.用“精准激励”激发“我要脱贫”［N］.光明
日报，2017-08-29（14）.
［12］托马斯·R·戴伊.理解公共政策［M］.谢明，译.北京：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298.
［13］曾凡军.整体性治理：一种压力型治理的超越与替代图式
［J］.江汉论坛，2013，（2）：21-25.
［14］罗伯特·希勒.金融与好的社会［M］.束宇，译.北京：中信
出版社，2012：69.
［15］LING T. Delivering Joined-up Government in the UK: Di－
mensions, Issues and Problems［J］.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02, 80（4）：615-642.
［16］CARTER B. Using Behavioral Insights to Address Complex
Development Challenges ［EB/OL］.（2017-11-10）［2019-
01-17］.
https://www.gov.uk/dfid-research-outputs/using-behavioural-
insights-to-address-complex-development-challenges.
［17］乔治·马丁内斯-维斯奎泽，弗朗索瓦·瓦列恩考特.区域
发展的公共政策［M］. 虎森，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
社，2013：28-29.
［18］卡斯·桑斯坦.简化：政府的未来［M］.陈丽芳，译.北京：中
信出版社，2015：236-237.
［19］OECD. Rethinking 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y -making
［EB/OL］.（2018-04-06）［2019-01-17］.
https：//dx.doi.org/10.177/9789264293014-en.
［20］刘蓉，黄洪.行为财政学研究评述［J］.经济学动态，2010，
（5）：131-136.
［21］梁竹苑，刘欢.跨期选择的性质探索［J］.心理科学进展，
2011，（7）：959-966.
（责任编辑：温美荣）
Construction of the Microcosmic Foundation of the Holistic Governance
in Xiong’an New Area：Insights from Behavioral Science
LI Deguo1, CAI Jingjing2
（1.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2. School of Economic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Abstract：Currently, rationalism is the foundation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theory. However, this ignores the
irr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that affect and restrict regional development to some extent. The Xiong’an
New Area sits at the center of the triangular area formed by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s provincial capital
Shijiazhuang. The establishment of Xiong’an New Area is a major historic and strategic choice, which needs to
be planned in the framework of beijing-tianjin-hebei integration. Therefore, the governance of Xiong’an New
Area needs to be viewed from a new perspective of holistic governance. Holistic governance is not only at the
technical, organizational or institutional level, but also involves psychology, confidence and expectation, thus
makes it important to motivate and restrain individual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We take the governance of
Xiong’an New Area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microcosmic foundation of regional integrity governance. We
apply behavioral insights from the aspects of decision -making, input, execution and performance in order to
provide new inspirations and perspectiv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Xiong’an new area.
Keywords：Xiong’an New Area, holistic governance, microcosmic foundation, behavioral science, promot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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